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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代艺术实践的多元普泛化和理论的碎片化致使当今更需要一种具有时代性的艺术理论。在当代

艺术的诸种探索中，其本身的“复杂性”构成了当代艺术唯一被确认的共同性，且当代艺术展现的层级嵌套性、

不确定性以及涌现性等特征与当代艺术具有高度契合性。为了更好地将源自科学系统的复杂性理论适用于到

艺术这一人文范畴，文章将符号学这一以“意义”为旨归的学科作为桥梁，从意义形式出发，构建起一门“赛博符

号美学”，并试图对当代艺术重要问题提出了自身的回应：在方法论与本体论上，其以艺术的“意义本质”为目

标，探究其符号文本形式规律；在外延范畴上，引入复杂性系统观应对当代艺术无法归纳的多元现象；在价值观

层面，其契合“科学人文主义”主张，在承认科学的重大变革性基础上思考当代艺术的意义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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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代艺术与复杂性理论的契合

１．“当代艺术”的“复杂”出场：“艺术终结”与极端多元主义

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以来，各种终结论不断出现于人文学科各个领域，尤其以历史、文学、艺术领

域最为突出。实际上，人文学演进的理论范式迭代或艺术实践理念革新常常以这种“终结”的话语方式呈现。

在艺术学领域，从黑格尔到丹托所谈的艺术终结论客观上构成了对艺术本身转向的敦促。对于黑格尔来说，

艺术的形式不复是心灵的最高需要，因“艺术转向观念世界中去了”[１]；而丹托和贝尔廷均清楚地感觉到，“视

觉艺术的创作状态中发生了某种重大的历时性转折”[２]，而这种转折不过是艺术的“宏大叙事”的终结，而是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的“历史的终结”的终结在艺术领域的体现———它体现为一种真正的多元主义，成为

一切人的东西。而这种一切皆有可能的不确定性恰恰构成了丹托“当代艺术”的最核心界定。[２]某种意义上

说，艺术的终结是指向那种明晰性、确定性、宣言性艺术运动的终结。

这也是当代艺术与“现代艺术”在理念上的分水岭。现代艺术是多样、丰富的但却可能是可归纳、可被叙

述的，而“当代艺术”之生正是以艺术的“叙事之终结”为基础的，是以二十世纪上半期经历的———立体派、野

兽派、达达主义、至上主义、未来主义等等试图为历史界定叙述方式寻找路径的这种运动式宣言的终点为起

点的。正如丹托所说，“故事结束之处生活才开始……艺术史不再受到某种内在的必然性驱动。人们感受不

到任何叙事的方向”。[２]当代艺术这一话题的多元性和未确定性已经成为当代艺术研究的重要掣肘。有学者

将国内外当代艺术的界定总结为“时间上的”“类型风格上的”与“当今时代精神性的”[３]。这一总结其沿着丹

托、贝尔廷的“艺术终结论”，提出了当代美学面临的重大问题，但也延续了前辈理论家留下的问题。即，在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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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当代艺术时，从，“极端的多元主义”“一切皆为艺术”或“绝对的自由”[４]显得缺少建构性的正面解答。这显

现出某种不为某种单一的理念所归纳的特性———复杂性。

然而，文章并不满足于以日常生活的复杂性来回避对当代艺术的理论系统性建构，因而，尝试从“复杂

性理论”的角度来应对这一当代艺术为数不多的共识性特征展开讨论。复杂性理论植根于混沌理论，该理论

避免从特定的局部中归纳整个系统的全部特性，并建立一种简化的模型。复杂系统所具有的几个基本特征，

如开放而非封闭的、结构嵌套特性、关系非线性、突发和涌现性等等与当代艺术具有高度契合性。正是这种

契合性，提供了我们对碎片化的当代艺术再建构的可能。

２．“当代艺术”与“当代的艺术”的混沌

面对纷繁复杂的当代艺术，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当代艺术”是否就是“当代的艺术”？对此，学界的讨

论呈现出某种无法脱离的现代性话语，始终在寻求一种学术或专业逻辑来区别两者。例如，如果一个画家通

过古典技巧创作一幅写实主义绘画是否是“当代艺术”？吕克·南希的答案是否定的。在他看来，该艺术作品

“会缺乏某种标记———我们称之为‘当代’的独特标准”。值得追问的是，这一独特标准是什么呢？

实际上，一旦我们进入具体的艺术门类或对象，就会发现这种独特的标准难以被确认。例如，我们看上

去较为容易确认的波普艺术、观念艺术、大地艺术、偶发艺术、交互艺术、装置艺术和人工智能（ＡＩ）艺术是当

代艺术？但若将这些艺术类型与“当代艺术”建立起某种固定的联系，则它们就成为了丹托所反对的那种门

类化、类型化运动，而这恰恰是终结的现代艺术。此外，比确认某个艺术对象为当代艺术更困难的是，排除某

个“当代的艺术”被解释为“当代艺术”。

从“独特标准”的策略来说，“当代艺术”若不将自己转化成一种特定的“当代主义艺术”（正如“现代主

义”那样）的话，当代艺术可能就在任何具体对象上无法否定“当代的艺术”。不过“当代主义”事实上已经被

博伊斯领导的“后现代主义”这一指向明晰的艺术思潮占据。更重要的是，当代艺术要在一个更广泛的多元

性上自圆其说，就无法排斥任何一种发生于“当代的”且仍在继续变化发展的“当代的艺术”。用丹托的话说，

“大写的当代艺术”包含了“后现代艺术”这一选项，但显然它还更宽泛。就此而言，它不得不植根于“当代的

艺术”，或者说，两者无法在形式边界被区分。

从艺术史演化视角看，在西方主流艺术理论界也存在截然不同的看法。艺术评论人用“当代”代替“现

代”则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艺术的衰落息息相关，而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广泛兴起的多元主义则被

视为当代艺术更确切的描述对象；但从当代西方政治语境下的艺术观念来看，１９８９ 年柏林墙倒塌及反殖民

主义大展“大地魔术师”（Ｍａｇｉｃｉｅｎｓ Ｄｅ Ｌａ Ｔｅｒｒｅ）或许被视为标志性的节点。①从横向上看，还涉及诉诸空间上

的国别等文化体的内部差异。例如，与西方当代艺术的节点有所不同，中国当代艺术则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末八十年代初以来开始注重观念的突破与批判性。同时，其背后的总体语境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

放引发的社会思想解放，包括了九十年代之后兴起的对消费主义的关照与西方艺术的时间同步。可见，尽管

我们能对其中某个具体的国别和历史的当代艺术主题进行归纳，但实际上能贯穿于不同国家、不同具体时

间阶段的任何一个标签都并不具有全域性。

由上，从当代艺术的全域范畴来看，它无法被化约为某种或某几种“独特的标准”。所谓“当代的独特标准”

正在成为理论家们确定当代性的悖论———既然“当代艺术”最大特征是多元和不可定义的，我们如何确定其必

然排除当代人的写实主义绘画？首先，古典艺术的技术未必不能构成当代的艺术形式或当代艺术主题。例如，

很难说“超级写实主义”与所谓古典绘画在技术上存在本质上的区别；更重要的是，在“当今时代”的语境下，借

助古典的技术创作的当代作品不必然指向古典绘画的解释逻辑。若将此处“古典”的意义稍微扩延为被界定为

当代艺术之前的艺术实践方式，这一悖论就显得尤其突出。因为，某种意义上说，以学院派的艺术家为代表的

艺术创作实践，某种意义上都将被划归为“非当代”了———而这无疑与丹托所说的“一切皆得为艺术”[５]相悖。既

然一切被允许，则当代发生的古典艺术也应该涵盖其中，否则这一声称逻辑上就会构成“理发师悖论”②。

因此，当代艺术的去标准化特征令它的全域不再是一个边界分明的自足系统。走向混沌的当代艺术展

现了作为复杂系统典型特性；同时，由于“当代艺术主义”这一逻辑无法自洽，当代艺术的边界问题就扩大化

譹訛当代艺术，所谓“当代”从何时开始？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ｒｔｓｐｙ．ｃｎ／ｉｎｆｏ／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ｖｉｅｗ．ａｓｐｘ？ｗ＝１＆ｉ＝１０５４３ ２０１９／２／２８。
②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的逻辑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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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当代语境下艺术本身范畴，而此问题又须在“艺术”这一更基本的上层系统元话语的嵌套中解答。

３．“当代艺术”与“现代艺术”的关系及上层系统嵌套

尽管我们可以接受丹托的观点，将当代艺术视作从艺术的某种终结中发生，但它并不能脱离艺术史场

域孤立发生。这既是复杂系统的普遍关联性，也是艺术史脉络的基本事实。

上述情形，可以从“当代艺术”与“现代艺术”的区别与联系中来观察。从时间线上看，现代艺术大致的划定是

从 １８６０ 年代到 １９７０ 年代[６]。不过，从思想源头上看，现代艺术的创作思想引领是关于“现代性”的。关于现代性描

述，不同学科与流派的界定并不相同，但其精神源头不约而同指向启蒙运动。格林伯格（Ｃｌｅｍｅｎｔ 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曾称

康德为“第一位真正的现代主义者”[７]，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出，现代时代（１４７５－１８７５）就是指文艺复兴和启

蒙时代。哈贝马斯注意到，现代性观念的信念由科学促成，它相信知识无限进步、社会和改良无限发展。

有的理论家试图精确地描述当代艺术和现代艺术的区别，如娜塔莉·海尼希（Ｎａｔｈａｌｉｅ Ｈｅｉｎｉｃｈ）将它们描

述为两种在历史上部分重叠的不同范式，并认为，“现代艺术”挑战表现形式的传统，而“当代艺术”挑战艺术

概念。[８]实际上，试图对当代艺术进行各种定义的一个困境在于，当代艺术的未完成性现实及其引发的不确

定性被视为当代艺术的诸种样态，都内在地以现代性乃至启蒙为基点坐标。例如，海尼希将杜尚创作于 １９１０

年代的《泉》视为当代艺术的起点[９]，而通常当代艺术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之后的产物，而这种观念在 ２１

世纪依然在不断变化。正是这种边界的开放性使得当代艺术具有复杂系统的典型性。

大部分传统诉诸归纳的理论难以处理这种不统一性，或者干脆用类似“一切皆有可能”这种缺乏建构性

的语句来描述这一客观现实。这些理论在处理当代艺术时，同时指向和承认的即是事物的“复杂性”。不过，

若将复杂作为一种日常用语，则它并未实现理论整合，唯有将“复杂性”本身纳入系统中考虑，建构性才得以

实现。也即，我们可以试图通过将当代艺术作为一个开放、动态且在发展中的“复杂系统”来看待，以应对当

代艺术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

复杂性系统观的引入，并不停留在仅仅承认当代艺术的多样性，而是要在承认其多样性的基础上探索

其中的规律。例如，复杂性系统中所呈现的多层级和嵌套性更便于我们从更长历史维度的美学角度来审视

艺术的动态发展。比如，张法将西方美学史分为以柏拉图提出美学本质之问开启的西方古代泛美学体系、从

文艺复兴开始到 １９ 世纪末形成的西方近代美学———西方古典美学源于古代美学而最终完善于近代美学；

二十世纪以来，超越古典美学的新建构，包括 ２０ 世纪以来开启西方美学新转型的现代美学，也包括 ２０ 世纪

６０－９０ 年代，把美学框架放在一个与全球互动与文明互鉴中的后现代美学。[１０]

在这个更长的艺术史维度中，西方古代美学与近代美学两个子系统被嵌入“西方经典美学”这一上级系

统。继而，可以追问的是，是否具有一个上层系统统摄“现代艺术”与“当代艺术”两个概念？至少，在美学理论

的旨归来看，以超越经典美学为目标的新建构是从“现代艺术”到“当代艺术”的共同追求。

二、当代艺术问题的“复杂性”及其理论策略

１．“当代艺术危机”的理论危机实质

二十世纪 ９０ 年代发生的艺术危机论争，指向的是“当代艺术”平庸、伪劣乃至并不成其为。而伯瑞奥德

指出，当代艺术的危机，不是艺术本身的危机，而是艺术理论的危机[１１]。当代语境下艺术的本身的范畴，不在于

一种文本形式、风格的特征性，而在于对“艺术自身本质”的追问———丹托所倡导的“艺术时代的哲学化”[４]。

而对于具体的艺术对象是否为艺术的问题，则取决于“艺术地位的解释性”[４]。由此，一门基于“艺术地位阐

释”的理论之重要性和迫切性就超越了在风格形式或类型主题上的无结果的讨论。

对于艺术本身而言，“艺术终结论”所强调的，不仅不是艺术的终结，反而恰恰是艺术的解放。从黑格尔

到丹托、贝尔廷的“艺术终结论”是基于艺术曾作为心灵的神圣追求，或曾作为宏大历史叙事而产生的落差。

我们可以将造成这种落差的当代普泛事实归纳为———“一切人的艺术”以及“被称之为艺术的一切”。前者代

表了艺术主体的壁垒的消解———不再为特定群体或精英所独享。不仅发生在艺术的欣赏环节，也随着传媒

革命之后发生在艺术生产环节；后者代表了艺术形式限制的去除。艺术世界的核心体制———美术馆反而成

了当代艺术的灾难，它们与而哲学美学学科一道，最终不得不面对终结后的艺术并做出让步和改变。[４]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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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普泛化和多元化使得艺术融入了当代生活本身而无法被抽离，因为艺术理论的那种表现为抽象、宏

大并诉诸归纳的理论经典性被消解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艺术的危机实际上是当代艺术理论的危机。

接着伯瑞奥德的话说，当代艺术危机，也不必然是艺术理论本身的危机，而是基于传统艺术理论范式的危

机，是美学传统在面对当代艺术诸多挑战边界的诸多创作样式时，对难以归纳的艺术现象的恐惧和排斥导

致的危机。当代艺术所需的理论创新不是一个观点或命题的修正，而是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所

指出“范式”（Ｐａｒａｄｉｇｍ）的更新。面对一切皆有可能的当代艺术，理论家们应对方式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

强调历史总体性艺术史家，其策略或许是将“当代”这一总体性样态交给未来做盖棺定论的总结。例如，只

有当希腊作为一个时代完结，我们才可能归纳希腊艺术的思想和实践体系，只有我们回望经典，经典才从历史

中凸显。这种寓论于史的思路，是从艺术史维度将艺术对象系统作为一种自足系统来处置。但在面临“当代艺

术”时，其逻辑是，既然未完成，则任何描述尝试都将陷入揪着自己头发离开地面的逻辑悖论中；第二种，是从

更实用主义立场出发的理论家，他们搁置总体论，而选择某种特定局部视角提取出某种当代艺术的特定观察

视角，形成了诸如气氛美学、生态美学、消费美学、环境美学、关系美学、感性美学、身体美学、日常美学等一些

新的标签。这些美学关照或从生活强调艺术与身体或知觉的某种局部性关系，或从生活的周遭世界出发去扩

延美学可能，其强调某种局部化的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丹托“一切皆有可能”的泛艺术观。实际上，这些

不同的理论切入角度本身都构成了当代艺术复杂观相的某一维度，但却缺乏从“复杂性”本身入手的总体系统

观。第三种方案，承认当代艺术作为复杂性系统。但不同于这第一种方案将美学理论外置于艺术实践，也不

满足于对既定艺术案例的规律进行归纳，而是将艺术理论与作为艺术史的普遍联系的内在驱动力量。在这

种方案看来，当代艺术是被连同理论在内共同创造的，理论并不外在于艺术实践，也非已经离场的历史对当

代的盖棺定论，其认为，包含思想史在内的广义理论在任何“当代”都将对创造本身起到促动作用。从这个意

义来说，一种对当代艺术更具总体理论雄心的思潮与未完成的当代艺术发展形成某种互文性关系，并对当

代艺术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复杂性”是不同于传统美学观念的现代科学观语境下的理论范式，其理论适

用性在人文科学这里是否具有足够的适用性以及如何应用，是一个尚未完成充分讨论的话题。

基于复杂性观念的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的互文性展开，仍然是基于两个出发点：一是对已经发生的“当

代艺术”诸现象的对象范畴考察。不过，一切皆有可能的当代艺术在艺术形态、艺术目标方面表现出来的泛艺

术诸现象表明，其无法被某种单一的理论视角所完全涵盖，除非这种理论本身是以某种开放性的命题为前

提———例如，借鉴复杂性理论的视角以建构性的方式面对当代泛艺术现象，而非简单的用“一切皆有可能”式

的话语回避理论的系统规律性；二是，对迄今为止诸种已有理论的新回应。这种回应应当不同于历史总体论

的或局部务实型的理论方式，而是对当代艺术的参与和创造。这种创造性，使得它始终持有一个对艺术总体

指向的追问，以避免过于琐碎的案例式总结，避免陷入一种盲人摸象的困境。这种推进，承续那些关于艺术本

体、发生等亘古未变的经典追问，但它要求在当今时代语境下的新解。而这一系列不变性的问题在具体的时

代性中，就显现为某种理论体系的偏向。而理论的偏向之中，有的是基于话语方式差异甚至只是术语的差异，

而对问题本身的探究，则须以一种更具包容的方式接纳这种偏向之后去发现。本文试图推进的“关于复杂性

系统观念”并不否认存在自身的偏向，但它这种偏向并不是放弃对艺术的规律，而是基于时代特性的指向。

２．“复杂性理论”与“当代艺术”的符号学对接

圣塔菲研究中心（Ｓａｎｔａ Ｆ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缩写为 ＳＦＩ）发起并倡导的复杂性学科非常注重跨学科的研究。从最

初的真实生物体和生态系统的人工生命，到“人类语言的进化”项目，已经覆盖了包括数学、物理学、生命科

学等传统科学，也在经济学、管理学尤其是决策模型方面应用广泛，近年在语言学等领域也取得了卓有成效

的建树[１２]。复杂系统的内在嵌套性能有效处理现代性艺术与当代艺术的交叠、对立与延续的关系，具有理论

上的契合性，但并未被系统地用于艺术文本。这是由于，作为系统科学的分支，复杂性科学的基本导向是“系

统形式”，而作为人文学的艺术学始终关注创作内容与精神层面的问题。两者之间的这种落差恰好是符号学

这一“意义形式论”的融通。

首先，符号学是研究“意义形式”的学科，其主张恰恰是形式能剥离具体作品内容而展现抽象形式本身；

其次，作为形式理论的符号学本身具有系统科学和逻辑性特征。实际上，无论是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符号

系统，还是皮尔斯的逻辑修辞理论体系，都是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在近现代的变体。皮尔斯更直接声称，他的

符号学目标乃是沿着亚里士多德传统构建适应于各门学科的科学的逻辑学。以巴赫金、洛特曼为代表的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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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图学派更是直接吸纳了普利高津的热力学观念和系统观念提出文化场等理论命题。实际上，二十世纪经

典符号学家托马斯·西比奥克的核心符号学思想就是围绕意义形式展开的“建模系统理论”。

符号学在艺术领域已经展现分析能力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从皮尔斯、索绪尔、卡西尔－朗格，到巴尔特

到艾柯，到从图像学领域的瓦尔堡、贡布里希、布列松、古德曼，再到以赵毅衡以及四川大学符号学派为代表

国内兴起的艺术符号学（呈符中停论、“超脱庸常”论）所展现的蓬勃态势，都展现出，一门“当代艺术符号美

学”已经不再仅仅是苏珊·朗格局限于“符号情感形式”，雅克布森的“自身再现”论①，与古德曼的“优异性论”
②论域，而是展现出一种更具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前景。艺术符号学不应被概括为置于现代性对立面的某种批

判，它以建构性的策略阐释当今时代精神、反映当今时代的哲学和社会思潮。

如果说，基于当代艺术的“符号美学”对当代艺术诸问题的追问的可能回答是开放和多样的———这也是

复杂性系统的必然要求。由此，一种基于“复杂性”本身并对“艺术的解释”的理论即是应当尝试的努力方向。

复杂性指向当代艺术对象及形式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而符号学是艺术解释的意义指向。基于两者的协同，

我们得到了一个基于表意复杂性逻辑的艺术符号学框架。

三、基于复杂性观念的“赛博符号美学”

１．“赛博符号美学”的出场

前文已经清楚表明，从艺术文本形式入手的理论无法处理当代艺术的多样性，而“艺术的危机”的理论

危机本质使得，对艺术的阐释和理论本身成为问题的关键。如丹托所言：“从某种视角看，当代是信息混乱的

时期，完美的熵的状况。但它同样是十分自由的时期。今天不再有历史的界限，一切都是允许的。”[１３]这种流

动的当代性正在艺术的当代性持续发生中涌现。尤其是当我们将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作为一种交互的力量

探寻时，“赛博”这个具有可变性的术语深具潜力。“Ｃｙｂｅｒ”（赛博）一词源于希腊语“Ｋｕｂｅｒｎａｎ”，柏拉图的《理想

国》（卷六）用此“掌舵人”的意思来比喻对人的治理，后来衍化为“管理人的艺术”之意。到十九世纪后半期，

随着自动机械装置和工业自动化逐渐发展。自动调节、反馈机制等概念得到重视，并逐渐越出了工业领域成

为人们理解包括生命体在内的世界运行机制的方式。其中，生物符号学家于克斯库尔（Ｊａｋｏｂ ｖｏｎ Ｕｅｘｋüｌｌ）20

世纪 20 年代应用反馈机制建立起功能循环模型（Ｆｕｎｋｔｉｏｎｓｋｒｅｉｓ），并以此来解释动物行为和意义发生的一

般原理。[１４]及至今天，控制论的影响力延绵不绝并在人工智能、生态美学等领域依旧具有生命力，但今天“赛

博”在日常用语中甚至常常被遗忘其控制论原意而成为网络、数字化乃至诸多“未来性”话语的集成。由此，

或许可在一种“正在发生的当代意义上”并以之为术语建立一种“赛博符号美学”。

控制论与艺术的关系以及直接进入艺术的创作为赛博美学提供了艺术史实践，而这些实践背后的理论

价值的问题，需要回到“赛博”作为一种理论思潮对人和社会的总体语境中来。具有宣言性的是女性主义学

者唐娜·哈拉维，她于 １９８５ 年发表了具有标志性的《赛博格宣言：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主

义———女性主义》（Ａ Ｃｙｂｏｒｇ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Ｆｅｍｉｎ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８０’ｓ）。在她看来，

赛博格是“是控制论的有机体（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是机器与生物体的混合，既是虚构的生物也是社会现实

的生物”。[１５]她不仅对赛博格提出了更新的概念，而在于使得“赛博格”概念跨越科学与文化的界限而实现了

交叉展开，展现了一种对人的主体性的全新关照。其不仅是人与机器或动物之间边界跨越的新主体性，且是

在实践中能够超越种族、性别、阶级的新的文化逻辑与政治力量。这种努力在一批学者的理论视野中得到延

续。正如尼克·代尔－威则夫特引述波斯特的论述，“赛博空间作为一个政治舞台很重要……因为它是一个媒

介，而在这个媒介中，陆地上的斗争可以相互看到，相互联系”。[１６]

在面对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诸多新的社会变革，有学者认为赛博格“是现在唯一的主体性理论化模型”[１７]。

然而，无论是哈拉维的赛博宣言，还是她之后的跟进者，都并未将这种理论模型发展为一种兼具连续性和系

统性的完备理论体系。甚至于，在以“控制论”为原点的各种组合词之间，都尚未达成一种指向明晰的内部协

调。哈拉维的“赛博格”理论指向“主体性”重建，分别可追溯至视觉艺术和科幻作品的“赛博空间”一词①，成

譹訛罗曼。雅克布森。
②古德曼，“美学价值，是任何符号活动中那种优异”。

赛博符号美学：“当代艺术”的复杂性原理探析 / 胡易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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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网络世界的同义语，成为当今新媒体时代一个生活化日常用于；类似地，“控制论艺术”并未对控制论本身
进行改造，而是将其与艺术直接建立某种主题性关联（如强调反馈、自动化或关注时间和空间问题）而使其
缺乏活力；而“赛博朋克”以其强烈的风格化和衍生性而持续繁荣，并覆盖了从科幻文学到动漫、影视、游戏
等诸多领域，相对而言，作为艺术流派和风格实践的赛博朋克缺乏的是元理论层面的升华。

21 世纪以来，这种理论上的需求在急剧变革的人类文明发展中凸显，新的理论探索也不断在推进中。源
自于控制论的“赛博”正在发生新的转变。从社会及人类发展的宏观层面上，“赛博＋”所包含的技术与文化、
社会、政治、艺术的关系成为当今社会文化的内在逻辑而非仅仅是外在风格；以“赛博符号学”为代表的理论
探索正在呈现出自身理论的蜕变。而这些理论和观念的迭代仍然在“赛博”这个总的概念下得以探讨并广涉
政治、文化、艺术。例如：尼克·戴威福德（Ｎｉｃｋ Ｄｙｅｒ－Ｗｉｔｈｅｆｏｒｄ）从 １９９９ 年到 ２０１９ 年先后贡献了围绕政治与社
会治理话题展开的“赛博主题三部曲”———《赛博无产阶级：数字化漩涡中的全球劳工问题》（Ｃｙｂｅｒ－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ａｂｏｕｒ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Ｖｏｒｔｅｘ）、《赛博马克思：高科技资本主义斗争的周期与循环》（Ｃｙｂｅｒ－Ｍａｒｘ Ｃｙ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Ｃｉｒｃｕｉｔｓ ｏｆ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ｉｎ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以及《赛博战争与革命：全球资本主义中的数字诡计》
（Ｃｙｂｅｒｗａｒ ａｎ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ｕｂｔｅｒｆｕｇｅ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围绕赛博时代更为基础的理论，索伦·布里
尔（ＳΦｒｅｎ Ｂｒｉｅｒ）直面信息社会基本问题，发出“为什么信息总是不够”？的追问，并从符号学做了系统的回
应，进而提出融合了复杂性理论为基础的“赛博符号学”。他提出，“通过把控制论和行为学的最新发展与皮
尔斯的跨学科符号学结合，并将它们与维特根斯坦的实用语言游戏理论合并，我们可以形成一个框架，该框
架更具有跨学科性质，并且对所有认知的预判模式进行概念化”。[１８]

符号学自身具有科学与人文融合的优势，符号学家于克斯库尔的反馈于循环理论模型对控制论的诞生
本身就提供了重要借鉴。回顾符号学的基础理论模型，无论是作为逻辑修辞范式的皮尔斯符号学理论，还是
与热力学、生物学等科技前沿联姻的塔尔图学派文化符号学传统都与“赛博”主题及其社会关照有密切的内
在联系。应当说，“赛博符号学”是对控制论与人文艺术学科基础理论融通的一个重要推进。

２．基于“复杂性”的“赛博化”当代艺术理论
在当代艺术逐渐泛化和多元化的发展过程中，与之匹配的美学理论也应当是发展的。或许，对当代艺术

的所有方面进行大包大揽的总结并不现实，但若将当代艺术置于一个承认多样性的复杂性系统之中来处
理，或许是一种相对这种并对理论范式总体仍抱有期待的一个可能方式———“赛博符号美学”。

“赛博符号美学”所采取的“符号学”并不是对现有某一家符号学资源尤其通常被约同等于“艺术符号美
学”的朗格“情感符号形式”理论的沿用。朗格的纯人文学式的生命符号形式不足以处理当代艺术尤其是生
物艺术、人工智能艺术等子门类对生命形式边界的强烈焦虑。对“艺术符号学”或“符号美学”（两者实际上是
同义语）的范式和指向作某种更新的方式是这种符号美学理论在“赛博”的主题下展开。前文已经讨论当代
艺术的赛博化的诸种形式。需要强调的是，当“赛博化”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后，已经不再是二十世纪结
构主义系统论时代的“控制论”。

20 世纪中叶“控制论”被提出时，它与信息论、系统论构成了 20 世纪科学观的基本思潮，但在 21 世纪，
他们自身在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从对确定性的追求转而承认复杂性并以之为核心的主导观念，随之而来的
是耗散论、突变论与协同论———他们也被称为“新三论”。新三论并非对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取代，而
是建立在系统观基础上的观念迭代。“赛博”已经成为一种基于系统观和当代性的隐喻？其与当代艺术的复
杂性和广延性具有高度契合性。

赛博符号美学高度重视正在被技术层层剥离的主体性，并通过“符号自我”的意义主体性实现来重新审
视当前大量艺术理论对以人造物嵌入身体而引发的关于主体沦丧的焦虑。这种焦虑既包括基于身体增强对
人造假体依赖日趋增强带来的所谓“后人类”危机；也包括，智能化导致的决策系统架空的人类社会自主的
焦虑。而赛博符号美学将这种“符号”与“物”的关系置于一个更长的历史性和互文性维度来审视。借用皮尔
斯和生物符号学所坚持的关键词———“连续论”来说，“后人类”的发生并不在当代，其逻辑起源恰恰植根于

“前现代”。当代霍金那样用人造辅助系统、谷歌眼镜、假肢或人造心脏的“赛博格”或“半机械人”或未来以脑
机接口、基因改造或别的更科幻技术嵌入身体的我们，与前现代用兽皮包裹身体，以洞穴包裹我们的家人，

譹訛赛博空间”一词最早出现在 １９６０ 年代后期的视觉艺术中，当时丹麦艺术家 Ｓｕｓａｎｎｅ Ｕｓｓｉｎｇ（１９４０－１９９８ 年）和她的搭档建筑师
Ｃａｒｓｔｅｎ Ｈｏｆｆ（生于 １９３４ 年）成立了 Ａｔｅｌｉｅｒ Ｃｙｂｅｒ ｓｐａｃｅ。最早在文学作品中的出现则是赛博朋克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Ｗｉｌｌｉａｍ

Ｇｉｂｓｏｎ）１９８２ 年的短篇小说《燃烧的铬》（Ｂｕｒｎｉｎｇ Ｃｈｒｏｍ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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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内在逻辑的连续性，而这种差异的涌现及其判定，取决于某个节点所迸发的“普遍性后果”。另外，通过
复杂性系统观念的嵌套观、动态观重新建构一种多元和多层次的主体观念（集群主体、生态主体、国家主体
等）。这可能会挑战西方人本主义观念已经视为寻常的“个体主体”的常识，但它在逻辑上自洽并对当今社会
文化具有启发性。赛博符号美学无疑必须基于当代艺术诸现象的观察，但基于历时性的系统观念，它能敏锐
地察觉这种观察的必然滞后性。不仅如此，它特别强调将自身置于一个融合进艺术观念的创造者的角色中
去积极介入艺术的未来走向，而这是这种理论人文性的典型体现。换言之，它以知识考古的历史维度关注未
来性，同时又以历史创造者的姿态进行参与式观察。

结语

综上，本文旨在从艺术史、思想史与当代艺术与当今人类社会的共同问题出发，以承认当代艺术作为“复
杂性系统”为前提，推进一种注重“意义形式”的符号学为出发点，探索一种尚在发展中的“赛博符号美学”，它
既是基于这种建立在传统问题基础之上，对当代艺术诸现象观察所提出的一种体系话语理论思考方向。

从理论的承续上，“赛博符号美学”接受赛博符号学的基本理念，以皮尔斯的符号学遗产为逻辑基础，吸
纳塔尔图学派和生物符号学广义符号范畴观，扩延卡西尔－朗格符号形式的文化艺术哲学的范畴，并尤其注
重融合复杂性系统等当代科学思潮，但作为一门面向当代艺术为主的美学理论，赛博符号美学重点关注当
代艺术学诸现象，以期形成体系化的当代艺术美学观。一方面，这些新的美学观须回应此前传统美学理论；
另一方面，也推进赛博符号学乃至整个符号学以及意义形式论的当代化发展。从本体论上来看，符号美学将
艺术的“意义”置于核心而将“形式”作为理论视角，而“赛博”则处理其“当代性”———是基于对“当代艺术”中

“后人类”“人工智能”“奇点艺术”乃至诸多难以归纳的复杂艺术现象观察而提出的一种通达意义的并具有
时代性的理论标签，它所囊括的内涵仍然在发展之中。就此而言，它是艺术史终结之后，丹托期待艺术世界

“所需的极端多元主义定义”[１９]的一种反馈———一种基于知识考古的当代艺术未来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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